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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使用与情绪研究:
理论基础与测量指标构建

杨　 雅　 朱雨晴

摘要:情绪即社会信息。 智能传播时代,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情绪更易被感知和传播,
情绪因素对传播效果的影响也日趋重要。 依据动机中介信息处理有限容量模型,结合情绪

的认知和生理心理研究基础,可探索受众在接触社交媒体信息时的认知加工过程。 通过评

述主观和客观层面的情绪测量方法与参考指标,如情绪量表,以及脑电、功能性磁共振、眼
动、皮肤电和心电图等,研究显示:情绪作为预测因素,无论在个体层面还是群体层面,都影

响着受众社交媒体使用的程度;当下被动社交媒体使用理论假设的修正,也呼吁更精确、更
短时间间隔、认知和生理的指标来进行情绪测量,将瞬时效果、中期效果和长期效果结合起

来。 基于此,研究提出社交媒体使用与情绪研究的测量指标构建,包括社交媒体信息类型、
动机系统、认知加工过程、情绪的测量方法与具体维度,同时考虑到受众个体特异性和媒介

介质特异性,以期为后续结构性情绪测量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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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当今传播环境的重要信息来源。 与此同时,随着社交媒体日益向个性化、去
中心化、圈层化的方向发展,用户社交媒体的使用情况也发生了变化,从早期的“强动机性”使用发展

为当前“弱动机性”或者模糊动机地使用;从主动使用逐渐发展为被动使用。 这种现象具体表现为,
某些情况下,用户在打开社交媒体时并未设置既定的目的,仅仅把社交媒体视为一种信息偶遇、情绪

释放、寻求娱乐的消遣。 浏览社交媒体内容已经成为一种日常习惯,有些用户甚至出现了对社交媒

体依恋的症候。 然而,这种被动社交媒体使用( passive
 

social
 

media
 

use,PSMU)可能会对个体产生一

系列负面影响。 研究发现,社交媒体情绪性内容使用强度过高,会显著导致用户的负面情绪如焦

虑[1] 和低落状态等[2] ,还有可能对受众的心理健康产生消极影响,如孤独感增强、社交焦虑和同理心

下降等情况[3] 。
早期研究曾经论证,情绪在以计算机为中介的传播(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CMC)与人

际传播中同样重要[4] 。 当下,媒介技术发展向元宇宙时代迈进,受众可以方便地在以社交媒体为代

表的繁复多样的媒介平台和社群中“游牧” ,同时感知和表达情绪。 情绪与传播行为本身越来越密不

可分。 不仅如此,情绪对传播效果的影响也日益显著[5] 。 从认知角度来看,个体在接触媒介信息时

会对其进行信息加工,这种加工表现为情绪和认知交互作用的心理活动。 社交媒体使用能够产生某

些特定的情绪,同时,在社交媒体使用的过程中,用户也在对接触到的信息进行情绪层面的处理。 在

这一信息加工过程中,情绪不仅是一种结果,也是一种过程,影响着我们的认知和决策。 在个体层面



上,体现为一种传播效果,例如人们对特定内容的喜爱、信任、厌恶等;在群体层面上,也能够对信息

的传播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用户倾向于传播符合既定情绪或者能够激发自身某种情绪的内容等。
在社交媒体使用( social

 

media
 

use,SMU)领域,情绪的研究可以分为三类:用户在社交媒体上表

达的情绪,从用户在社交媒体上的情绪性表达推断出用户生活行为,以及用户浏览社交媒体时的情

绪体验[6] 。 本文主要关注第三个维度,即用户在浏览社交媒体时产生的情绪。 情绪测量最可靠的方

式是将自我报告、生理测量和行为观察得到的数据相结合,将主观和客观数据进行核验对比。 一方

面,受众在自我报告情绪时可能存在有意识的加工现象;另一方面,积累的情绪其实是一个集合,受
众难以完整报告出这一集合中的所有元素,即存在人们难以主观感知的情绪,因此结合生理测量是

十分必要的。
笔者分别在理论层面和测量层面对既往学者进行的社交媒体使用和情绪研究进行了梳理。 在

理论层面,首先厘清情绪研究的生理心理学基础,然后梳理个体社交媒体使用的认知加工过程;在测

量层面,回顾了以往的量表测量方式,进而结合认知神经传播学的技术手段总结客观测量情绪的方

法,并尝试建构一个社交媒体使用与情绪研究的测量指标体系,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一定参考。

二、理论基础:情绪与社交媒体信息加工

(一) “情绪转向”的生理心理学基础

19 世纪开始,学者们就在思考大脑在情绪表达中的作用,并提出了各种与情绪体验相关的学说。
1884 年,美国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威廉·詹姆斯( William

 

James)提出了明确的情绪学说,与丹麦心理

学家卡尔·朗格( Carl
 

Lange)的相关思想,被称为詹姆斯-朗格情绪理论( James-Lange
 

theory
 

of
 

emo-
tions) 。 这一学说认为,人们体验情绪是因为对自身的生理变化有反应,将情绪和人的生理状态紧密

连结起来。 随后的几十年,坎农—巴德情绪理论( Cannon-Bard
 

theory
 

of
 

emotion)提出,认为情绪的体

验能够独立于情绪表达之外而产生,即使没有可感觉的生理变化,情绪仍可被体验[7] 。 现代心理学

认为,情绪是一种包含身体唤醒、外显行为和主观体验等多种成分的复杂心理现象,包括主观情感体

验状态、动态表情、唤醒的生理成分等[8] ;情绪评估理论更是指出,情绪是认知评估、目标动机、信念

比较、主观预期等多要素的关系复合体[9] ,如拉扎勒斯( Lazarus)提出的“认知、动机和关系”情绪模

型( CMR
 

theory
 

of
 

emotion) 。 结合媒介使用场景,在媒介心理学语境下可以将其定义为“受众对传播

环境中某些相关刺激进行反应和认知评价时,所经历的一种内部状态” 。 研究表明,情绪的身体唤醒

成分可能是不被意识知觉的,即内隐发生的;而情绪行为与体验可能是外显的,即可以被意识

到的[10] 。
当前基本的情绪研究认可两种情绪分类方式,即基本情绪与维度情绪( dimensional

 

emotion) 。 基

本情绪,如开心、悲伤、恐惧、愤怒等,可以通过面部表情或身体行为进行判断,同时也是一种离散的

情绪( discrete
 

emotion) 。 恐惧、内疚和幽默是媒介信息劝服传播中常见的情绪类别[11] 。 情绪的维度

则是另外一种分类方式,将其视作在一个连续维度上对各种事件作出的反应[12] 。 情绪可以从两个

维度进行衡量,效价( valance)和唤醒( arousal) 。 效价指情绪的方向,即从愉快到不愉快,分为欲求系

统和厌恶系统两个动机子系统;唤醒指情绪的强度,即从兴奋到平静,代表着子系统的激活水平[13] 。
建构主义取向的学者例如罗素( Russell)将情绪维度进行了具象化和关系化[14] ,如图 1 所示,不同的

情绪可以通过唤醒和效价两个维度的水平落在坐标系中的某个点位。
社交媒体使用过程本质上是一种“信息处理活动” 。 这种信息处理活动引发的情绪和认知过程

在生理层面上表现为中枢神经系统( central
 

nervous
 

system,CNS)和周围神经系统( peripheral
 

nervous
 

system,PNS)内神经元的活动,因此对于情绪的生理测量主要分为两个方向———神经成像技术和其

他生理指标。 情绪状态是大脑加工的结果,因此不同情绪状态的产生与特定脑区具有一定关联。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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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成像的方式能够帮助研究者有效获知特定脑区在接受外部刺激后的活动,常用方法如脑电图

( EEG) 、脑磁图( MEG) 、功能性磁共振( fMRI) 、近红外光谱( fNIRS)等。 生理多导记录仪等设备可以

有效测量与情绪相关的生理指标的变化,常用的指标包括心率( HR) 、心率变异性( HRV) 、血压

( BP) 、皮肤电( GSR) 、肌电( ME) 、瞳孔等。 在情绪研究发展过程中,正是这些测量技术的驱动,使得

长期被忽视在“深闺” 之中的情绪要素测量及其影响成为一种显学[15] ,产生情感研究的转向和

变革[16] 。

图 1　 Russell 的情绪维度理论

(二) “有限容量模型” :社交媒体信息的情绪加工过程

当个体暴露在媒介环境中时,大脑对信息进行了认知和情绪的加工。 “信息加工取向” ( informa-
tion

 

processing
 

approach)是探索人类认知(如行为主义、生态主义、计算主义等)的多种角度之一[17] 。
从信息加工视角来看,人类行为是一个动态系统( dynamic

 

system) ,个体对信息处理的过程是内外部

因素多方互动的结果。 这意味着情绪的产生是实时的、动态的,媒介信息在此情境下被概念化为复

杂的外部刺激,而情绪和认知过程随着时间不断发生变化[18] 。 个体接触媒介内容的经历,从根本上

说是一次情绪经历,对于情绪加工的研究也就是对暴露在特定媒介内容之下的独特的、瞬时的情绪

反应的研究。 因此,朗( Lang)提出的“动机中介信息加工的有限容量模型” ( LC4MP) ,就成为近年来

媒介接触和使用领域有关情绪加工的重要理论基础。
LC4MP 模型从认知角度描述了个体如何处理媒介信息[19] ,并聚焦于信息结构和内容与大脑和

身体系统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该模型通过动机框架研究情绪,假设人类有两个潜在的动机系统,即
欲求动机系统( appetitive

 

motivational
 

system)和厌恶动机系统( aversive
 

motivational
 

system) ,或者说防

御动机系统( defensive
 

motivational
 

system) 。 动机与情绪密切相关,人类的情绪体验和认知处理会因

激活的动机系统的强度而不同[20] 。 因此,在这一模型语境下,二者的维度可以等同,即欲求对应积

极情绪,厌恶对应消极情绪。 当人们对环境中与动机相关的刺激作出反应时,这两个系统被自动激

活,二者都影响着编码、存储和检索等过程中的认知资源分配。 在此模型之下,人类的动机系统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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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唤醒和效价发生变化时被激活,并影响认知资源的分配,即:平静状态下积极信息更能引起认知资

源的分配,在低等和中等激活的情况下消极信息更能够诱导认知资源的分配;而在更高程度唤醒的

情况下,防御动机系统在情绪高度唤起和负性情绪的双重作用下被激活,为了抵御负面刺激,认知资

源倾向于从当前信息处理中撤出或重新分配,导致人们对信息的注意和记忆的下降。
随后在说服传播领域,大量学者基于该模型展开研究。 例如格拉贝( Grabe)等人探究不同唤醒

程度的内容对注意和记忆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形式特征的报道在唤醒状态不同时,产生的影响也

不一致[21] 。 克莱顿( Clayton)等人研究在控烟语境下,吸烟者对反对烟草的信息是否会进行定向防

御,结果表明,高度防御、低度欲求的吸烟者对禁烟信息表示出退缩,而高度欲求、低度防御的吸烟者

则变现为抗拒[22] 。 迪卢索( DiRusso)等人将离散情绪整合到框架之中,探索在环境传播领域通过社

交媒体平台如何设计情绪框架,研究结果部分支持了离散情绪(希望和恐惧) 和信息处理的理论预

测[23] 。 在教学领域,钟( Chung)等人考察短视频诱发情绪对教学成绩的影响,发现相较于平静状态,
唤醒的情绪更有助于提升学习效果[24] 。 总之,运用 LC4MP 理论进行动机、情绪的传播和劝服研究

还有很多,涉及健康、广告、游戏等各领域,部分整理为表 1 中内容[25-30] 。 同时,理论发展后期,朗
( Lang)等对于该理论模型进行了修正,并提出 DHCCST 理论( Dynamic

 

Human
 

Centered
 

Communica-
tion

 

Systems
 

Theory) ,即“人类为中心的动态传播系统理论” ,将传播归纳为围绕人类这一“注意资源

的吝啬者” ( cognitive
 

misers)所开展的包含信息、人类、媒介和位置的动态系统,同时将人类看作是进

化的、嵌入的、具身的大脑,并推进了一系列研究[31] ,这里暂不赘述。

表 1　 LC4MP 理论模型相关的部分实证研究

研究者 时间 研究领域 媒介内容 情绪类型 情绪效价 情绪唤醒 测量方式

R. B. Clayton,A. Lang,
G. Leshner 等

2019 健康传播 禁烟信息 愤怒 负 由高到低
量表

心电图 ECG

G. Leshner,F. Vultee,
P. D. Bolls 等

2010 健康传播 反烟草广告 恐惧 & 厌恶 负 由高到低
直接分组

(未测量)

Z. P. Hohman,J. R. Keene,
B. N. Harris 等

2017 健康传播 禁毒信息 紧张 负 由高到低 量表

R. Huskey,J. M. Mangus,
B. O. Turner 等

2017 健康传播 禁毒广告 消极 负 由高到低

量表

功能性磁共振

成像 fMRI

C. DiRusso,J. G. Myrick 2021 公共传播 塑料污染 恐惧 & 希望 正负均有 由高到低 量表

J. R. Keene,A. Lang 2016 公共传播 公益广告 积极 & 消极 正负均有 由高到低 量表

S. Chung,J. V. Sparks 2016 游戏研究 植入广告 积极 & 消极 正负均有 由高到低 量表

A. Lang,B. Park,
A. N. Sanders-Jackson 等

2007 传播效果
电视 /

电影片段
积极 & 消极 正负均有 由高到低

直接分组

(未测量)

M. E. Grabe,A. Lang,
X. Zhao

2003 传播效果 新闻报道 中性情绪 中性 唤醒 & 平静
心率 HR

皮肤电 GSR

S. Chung,J. Cheon 等 2015 多媒体学习 教学动画 积极 & 消极 正负均有 唤醒 & 平静 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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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测量方法:自我报告与生理心理测量

(一)主观测量:自评量表

情绪的主观测量一般采用自我报告的方式,即被研究者通过回答量表中的问题,报告出自己当

下的情绪。 一种观念认为,情绪体验首先是一种主观心理感受,这意味着它们只有在被有意识的主

体体验时才存在,不能独立于体验者去重新定义[32] 。 因此,在此观念框架下,想要知晓研究对象正

在经历何种具体类型的情绪,主观测量是最准确的方式。 自我报告法以基本情绪理论和情绪维度模

型为基础,运用情绪评定量表和问卷来测量主观的情绪感受,包括测量离散的情绪和测量维度的

情绪。
离散的情绪测量可以是单类情绪或多种情绪,通常使用量表,或者让被调研者在许多与情绪有

关的形容词中选择与自身目前最为符合的词语。 由查克曼( Zuckerman)等开发的 MAACL 量表[33] 邀

请被试在一系列形容词中选择与当前感受最接近的一个或多个词语,量表一共包含 22 个形容词,如
乐于助人的、和蔼可亲的、天性善良的、嫉妒的、残忍的、有敌意的等等。 由沃森( Watson)等开发的积

极消极情绪量表( PANAS)则将两种情绪视为对立的维度[34] ,每个维度包含 10 个形容词,被试通过

五级量表来描述自身对每个情绪的状态,其中积极词语包括感兴趣的、有活力的、热情的,消极词语

包含心烦的、内疚的、恐惧的等等。 考恩( Cowen) 等在研究中发现,自我报告形式的情绪类别之间,
边界是模糊的而不是离散的,并且会形成情绪梯度,如从焦虑到恐惧到厌恶、从冷静到欣赏到敬

畏等[35] 。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使用“唤醒-效价”模型来测量维度情绪的是罗素( Russell)等学者,基于情绪

的维度理论开发 9 × 9 的矩阵表格,被试需要在表格中找到最符合自己情绪的形容词。 SAM 量表

( self-assessment
 

manikin)则在效价和唤醒的基础上添加了支配( dominance) 这一维度,构成 PAD 模

型,是一种基于图片的情绪量表[36] 。 巴勒特( Barrett)将离散的情绪整合到维度的情绪测量模型之

中,并认为,即使效价和唤醒不足以描述出情绪维度的所有方面,但是通过这种方式测量的情绪相比

于离散情绪来说,更加具备客观性和可比较性[37] 。
不过,自我报告的方式测量用户社交媒体使用时产生的情绪,也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普

遍来讲,个体在情绪体验和情绪调节上均存在一定的差异,情绪的唤醒程度不同会影响个体对自身

情绪的识别,也就是说,个体接触信息过程中产生的情绪,未必能够完全被自身察觉和意识到,因此

主观测量得到的情绪并不能够完全如实反映个体的生理情绪。 其次,结合社交媒体的使用场景,碎
片化的信息触发的可能是用户不同的情绪,因此在时间维度上,很难通过自我报告的方式细颗粒度

地将这些目标情绪逐一量化出来。 个体对于信息的情绪加工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难以人为确定测量

时间节点以捕捉这一过程中的情绪变化。 最后,用户接触到的信息可能与其既有经历、体验和知识

相关,这些因素都能够影响到用户的情绪体验。 因此在实验环境中仅通过自我报告的方式很容易受

到上述“噪音”的影响,即情绪并不是单纯被社交媒体信息操纵所诱发的。 综上,在研究社交媒体使

用时,主观测量可以作为意识层面的参考,增加客观测量的设计是也很有必要的。
(二)客观测量:认知神经科学与心理生理指标

首先,脑电( Electroencephalogram,EEG)可以直接测量中枢神经系统的神经元活动,相比于测量

周围神经系统的诸多方式能够更加直接、客观地反映人类的情绪变化,基于脑电的情绪识别已被众

多学者使用到媒介研究中。 运用脑电测量情绪前需要经过两个步骤,通过滤波、去伪迹等进行预处

理,通过时域法、频域法和时频域法等进行特征提取[38] ,将各频段从采集到的脑电信号中分离出来。
在效价测量方面,额区偏侧化指标( frontal

 

EEG
 

asymmetry,FEA)经常被使用[13] 。 皮层激活被认为与

alpha 波段活动呈负相关[39] ,研究表明积极的、趋向的情绪是在左额叶皮层处理的,而消极的、回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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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是在右额叶皮层处理的[40] ,即愉悦状态下,左额叶该波段功率降低,表现更活跃。 右侧与左侧

波段强度的自然对数值相减,所得的差值就是 FEA 指标。 若为正值,则说明额叶活动出现左侧化,可
以认为是积极情绪。 同时,额叶 EEG 左侧化也意味着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更强[41] 。 在唤醒程度的

测量方面,情绪唤醒通常会激活神经结构,与 alpha 波段的整体功率频谱密度值( PSD)下降有关[42] ,
有研究表明,情绪唤醒程度与 alpha 波的活动呈显著负相关,即情绪唤醒程度越高,alpha 波活动越

弱[43] 。 高唤醒的情绪状态主要与颞叶相关,而低唤醒的情绪状态与额叶和颞叶协同相关[36] 。 例如,
有研究使用脑电图记录被试在观看短视频时的神经活动,以观察其所反映的观看者偏好,结果发现,
个体在观看喜爱度更高的短视频时,会体验到更加积极的情绪,脑电频域分析结果表现为更高的 the-
ta 波功率,和更低的( beta-theta) / ( beta+theta)比值;同时,其会投入更多的注意资源,EEG 结果表现

为更低的 alpha / theta 比值[44] ,即,可以通过 ART / TAR、BTBT 等快慢波比的脑电指标计算进行测量。
其次,功能性磁共振( functional-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是一种基于血氧水平依赖功能

(BOLD) 、大脑中的含氧血红蛋白浓度变化引起的局部磁场变化,进而反映了该脑区的激活情况。 目

前使用 fMRI 的情绪研究大多是围绕着离散情绪展开,例如悲伤、恐惧等情绪的脑区定位研究,但也

有部分研究的结果支持了情绪维度理论。 在效价方面,一些研究表明杏仁核的激活不仅与恐惧这一

情绪有关,还与其他消极情绪有关[45] ,同时岛叶的激活也可能与某些消极情绪有关[46] 。 前额叶和左

脑岛与积极情绪的调节有关,左眶额回、左额上回和前扣带回的活动可能与负面情绪的调节有

关[47] 。 效价的测量也存在个体差异,例如抑郁患者相比于健康的控制组在对负面情绪的反应中,双
侧颞底区(包括海马旁回和杏仁核) 、右侧小脑、左侧壳核和左侧梭状回更加活跃;而处理积极情绪

时,抑郁患者的舌回和眶额皮层比健康的控制组更加活跃[48] 。 在唤醒方面,高度唤醒的情绪性信息

加工主要依靠“杏仁核—海马”网络,与杏仁核、海马、扣带回和前额眶回的激活相关[49] ;中低度唤醒

的情绪性信息加工则依靠“额叶—海马”网络,与海马、颞中回、额上回、前额背外侧和枕部皮层的激

活相关[50] ;周围神经系统的测量结果也发现唤醒程度与丘脑和额叶活动相关[51] 。 因此用 fMRI 进行

情绪测量时可以重点关注杏仁核、海马、额叶和脑岛等相关区域。 例如,有研究发现,来自社交媒体

的负面反馈激活了用户腹外侧前额叶皮层、内侧前额叶皮层和前脑岛区域更明显的活动[52] 。
再次,眼动测量( eye-tracking) 。 眼球运动直接受到中枢神经系统的控制,因此眼动仪虽然不能

直接测量中枢神经系统,但可以从侧面反映其活动,同时某些与眼球相关的活动也与周围神经系统

有关,例如瞳孔大小受到自主神经系统控制。 眼动信号能够提供人在不同情绪状态下的信息,是一

种客观测量情绪的方式。 眼动仪不仅能够测量瞳孔直径,还能够对人的浏览轨迹进行追踪,判断出

被试在一定时间内的视线轨迹和重点关注区域。 在效价方面,早期学者认为,人们在紧张惊恐或者

愉悦、看到喜爱的事物时,瞳孔会扩大,而不愉悦和看到丑陋的事物时瞳孔会缩小[53] 。 随后许多研

究结果在这一观点基础上进行了发展和修正,如有研究发现个体在经历积极和消极情绪时瞳孔直径

都会显著变大,瞳孔的大小明显大于中性刺激[54] ;另有研究发现不同情绪下瞳孔直径的大小关系为

“消极>积极>中性” ,且与中性情绪相比,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下对材料的注视时间、注视次数都要

小[55] 。 在唤醒方面,有研究表明注视时间与唤醒程度呈正相关[56] ,但这一结果缺乏重复研究的证

实。 此外,扫视持续时间、扫视速度、扫视加速度也都被认为与唤醒有关,其中扫视速度被认为与唤

醒程度呈正相关[57] 。 随着唤醒程度的升高,眨眼模式发生改变,自发眨眼频率增加[58] ,情绪刺激也

能引发瞳孔直径的增大[59] 。 因此,瞳孔直径、注视时间、注视次数都可以作为判断情绪效价的指标;
扫视速度、眨眼频率、瞳孔直径均可以作为测量情绪唤醒的指标。 例如,有研究发现,阅读文本中呈

现的情感效价可以显著影响读者的整体文本处理,被试对于可以引发消极情绪的内容注视时间更

长,而且对其记忆程度比对中性情绪内容更加准确[60] 。
最后,生理多导指标测量,包括皮肤电测量( Electrodermal

 

Activity,EDA 或者 Galvanic
 

Skin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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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x,GSR) ,心电( Electrocardiogram,ECG) 、面部肌电等。 皮肤电是一种测量周围神经系统活动的方

式,能够收集交感神经活动由于皮肤电导的变化而产生的相位变化[61] 。 皮肤电信号有基础信号和

相位信号组成,基础信号表示皮肤电导的基本水平,因人而异,而相位信号则根据特定的外部刺激如

声音、噪音、光照条件的变化等而变化[62] 。 人在感到紧张、恐惧、焦虑时皮肤内的血管会发生变化,
交感神经活动增强导致汗腺活动增加,皮肤电阻减小、导电性增强。 但皮肤电并不能够单独精准识

别某种特定的情绪,如愤怒、惊吓等情绪在测量时没有明显不同[63] 。 不过,采用不同情绪诱导范式

的研究表明,情绪性刺激相比于中性刺激诱发了更强的皮肤电活动[64] ,唤醒程度越高皮肤电导水平

越大[65] 。 也有研究认为皮肤电活动在唤醒和效价维度上高度关联,如高度唤醒的消极情绪的皮肤

电显著高于高度唤醒的积极情绪[66] ,也有研究结果与之完全相反[67] ,所以在情绪效价判断上目前的

研究结果仍不统一。 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与情绪的诱导方式有关,如音乐诱导、图片诱导和影

片诱导等。 由于社交媒体信息通道多元、类型繁杂,因此难以用某种单一诱导方式测量情绪效价的

结果对测量指标进行一概而论,需搭配其他的测量方式。
心电图同样是一种测量周围神经系统活动的方式,能够反应自主神经系统的活动,心率即每分

钟心脏收缩的次数( BPM)是主要测量维度。 心脏受自主神经系统的双重支配,交感神经活动的相对

增加与心率增加有关,副交感神经活动的相对增加与心率降低有关[68] 。 静息状态副交感神经系统

更加活跃,心率降低;而兴奋增加交感神经活动,导致心率增加[69] 。 研究表明,相比于中性情绪刺

激,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能够引起心率的减慢。 与皮肤电指标类似,心率与情绪效价之间的相关性

在当前的研究中并未达成一致,有研究认为,消极情绪相比于积极情绪对心率激活的时间更长[70] ,
但不同诱导方式产生的结果却不尽相同,因而不能以仅凭这一指标判断情绪效价。 心率变异性

( Heart
 

Rate
 

Variability,HRV) 是指逐次心跳周期差异的变化情况,研究表明其与积极情绪呈正相

关[71] ,同样能够用来测量情绪唤醒[72] ,但值得注意的是,为提高测量的准确性,最好将其与来自中枢

神经系统的神经活动信号结合;一般采用这一指标进行情绪测量,常与皮电、脑电、眼动、量表等测量

手段一同进行。 例如,有研究结合心电、皮肤电和眼动测量方式探索社交媒体用户观看图片后的情

绪反应,并发现,当被试的目光固定在令人不快的内容上时,皮肤电活动就会变得强烈;同时,心电结

果也表明副交感神经系统和交感神经系统工作的显著不平衡[73] 。

四、社交媒体使用与情绪研究的测量指标

(一)测量的指标体系

研究社交媒体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情绪,要将其置于信息加工的框架下。 研究依据 LC4MP 模型

的信息加工过程,构建与社交媒体相关的情绪研究测量指标体系。 情绪的唤醒和效价可以作为动机

系统激活程度和类型的指标。 动机系统的激活能够影响认知资源的分配,进而影响媒介信息处理的

过程和效果,是信息加工效果的关键中介。 积极或消极情绪的内容,更容易导致认知资源分配到编

码和存储的过程中,这些被存储的信息也获得了更多被识别和检索的机会[74] ;情绪的唤醒程度也对

这一过程具有调节作用,相比于低度和高度唤醒,适度唤醒情绪的信息更加有说服力,也更容易让人

们记忆[26] 。 在社交媒体使用的日常实践过程中,用户的情绪体验并不是全然二分的积极或消极,而
是倾向于在时间维度上表现出复杂的混合情绪,这些情绪是神经活动的结果,同时也是进一步神经

活动的动因。 因此,在研究用户社交媒体使用产生的情绪时,可以沿着两个不同的思路展开。 一方

面,将情绪作为自变量,考察能够引起不同程度的情绪效价和唤醒的内容在信息加工过程,如编码、
储存、检索、认知资源分配等,以及信息传播效果,如注意、记忆、认知负荷等要素上的差异;另一方

面,将情绪作为因变量,考察不同类型社交媒体信息类型,如信源、通道、叙事等引起的个体情绪在效

价和唤醒层面的差异,建立较为普适的“社交媒体信息—受众情绪”指征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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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将社交媒体信息分为四个维度。 其一,媒体类型,包括文字、图片、视频和多媒体形式。
社交媒体正在向富媒体和复媒体转变,在实际研究中不能够单一而论,并且以往研究也证明不同类

型的信息作为情绪诱发刺激时,效果存在很大的差异。 当前,大量实证研究为这一分类标准提供了

依据。 首先,以文字为例,积极或消极的情绪类措辞会唤起受众情绪。 不过,这种影响也会受到语境

的调节,不同的社交媒体语境和信息形式,可能对用户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75] ;同时,研究社交媒体

参与的焦点对象,实际上是用户在使用社交媒体时接触的信息内容,如个人状态更新、严肃新闻、娱
乐新闻、博客文章等,也会引发不同的情绪反应[76] ;且语言风格的正式和幽默也会影响用户的情绪

感知[77] 。 其次,在图片呈现方面,不同的颜色可以激发特定的情绪,如红色通常与激情和能量相关,
而蓝色可能与平静和信任相关;社交媒体平台上图片的不同内容,如人物表情、场景、风景等,也会影

响用户的情绪体验。 最后,在视频方面,动态图像与视频比静态图像更能吸引人的注意,并可能产生

更强烈的情绪反应;背景音乐和声音效果也可以影响观众的情绪状态,而视频故事情节和角色塑造

的推进,也可以引发用户不同维度的情感共鸣。
其二,感官类型,可分为视觉、听觉等单通道和多感官通道研究。 大脑在加工不同感官通道的信

息时运行机制有所不同,单一通道与多通道相比也存在区别[78] 。 人类的情绪本质上是多感官的,情
绪状态通过多种方式传达,如面部表情、肢体语言、非语言和副语言线索等[79] 。 反过来,社交媒体信

息经由视觉、听觉等感官通道触达用户,多感官通道的信息也会对个体的情绪感知与情绪生成造成

不同程度的影响。 有研究从互动性和触觉特性的维度,分析短视频中美食呈现的视觉、听觉和文本

的符号学特征,并提出社交媒体上的“超感官视频”可以将人们的感官体验前置于信息使用和叙事参

与[80] ,展现多感官信息对于情绪感知的优先调动。 基于此,内容创作者可以获得创作灵感并更有效

地与观众互动,而用户也可以更加意识到并且评估自己的情绪反应,并据此调整自己的社交媒体使

用行为。
其三,刺激特征,包括信息的密度、刺激的强度、刺激呈现的速度和刺激切换的频率。 这些因素

在有限容量模型相关的研究中已经均被证实,能够对动机系统的激活即情绪的产生发生作用[17] 。
例如,社交媒体界面上清晰有序的信息布局,可以带来积极的用户体验,而混乱的布局可能导致负面

情绪;清晰易读的字体和大小合适的字号,可以减少受众阅读时的疲劳感,增强信息的吸引力。 除此

之外,信息本身所包含的情绪特征如强度效价等,也会影响用户的情感联结。 有研究发现,情绪的唤

起和效价可以有效预测信息的分享行为,而积极情绪在其中作为重要触发因素[81] ;也有研究认为,
情绪表达显著影响信息接收者的情绪强度,从而影响信息的卷入度和接纳程度。 当信息为正面内容

时,中性和积极的表达方式都可以积极预测受众的情绪强度;不过,当信息为负面内容时,仅有积极

的表达方式与情绪强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82] 。
其四,信息特征,这一维度与个体差异有关,包含接近性、经验性、难易度、兴趣性等。 首先,接近

性,指社交媒体信息与受众的相关程度,包括地理、文化、社会或心理的接近水平。 当社交媒体信息

与用户具备较高的接近性时,用户可能会感到更强烈的情绪反应。 其次,经验性,指受众对信息的既

有认知框架,反映了用户对特定信息的个人经验和知识水平。 如果用户对特定信息有深入了解,那
么可能会对该信息产生更积极的情绪反应。 再次,难易度,指用户在理解信息时的困难程度,既客观

体现了信息的复杂性,也反映了个体的知识储备和认知水平。 如果信息过于复杂或难以理解,用户

可能会感到沮丧、困惑或厌烦;相反,如果信息适度且易于理解,用户可能会感到满足和自信。 最后,
兴趣性,指用户对特定信息的感兴趣的程度。 兴趣性可以激发用户的参与度和投入感,从而增强积

极情绪体验,如兴奋、愉悦或满足。 例如,一项在微博平台进行的在线实验发现,信息的独特性、环境

信息的拥挤程度,以及社会互动性等信息线索,均对个体的积极情绪具有正向影响,进而促进其分享

信息的意愿[83] 。 由此可见,社交媒体平台上,信息本身的特征会对用户情绪产生影响,在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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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是需要加以关注的方面。
具体来说,信息内容的类型可以从效价和维度上分为两类六个维度。 愉悦内容会导致欲求子系

统激活( appetitive
 

system
 

activation,ASA) ,而令人不愉悦的内容会激活厌恶子系统,即防御系统激活

( defensive
 

system
 

activation,DSA) ;中性刺激一般在研究中作为参考而出现。 动机系统的激活,影响

认知资源分配到编码、储存和检索的过程,情绪的效价和唤醒可以侧面反应动机系统激活的水平,相
应的认知指标可以反映出一定的认知加工过程和效果。 信息首先被个体注意到才能够被编码,经过

编码的信息被储存为短时记忆,主要是工作记忆;进一步储存才有可能形成长时记忆。 同时,媒介信

息主要储存为外显记忆,也称陈述性记忆,在认知加工过程中个体会检索既往的记忆。 测量注意和

记忆的方式,也可以采用自我报告、生理测量和行为实验等等。

社交媒体信息的情绪和认知加工过程

社交媒体信息 信息内容类型 动机系统 认知加工过程 认知测量指标

媒体类型

感官类型

刺激特征

信息特征

文字、图片、视频

多媒体

视觉、听觉

多通道

密度、强度

速度、频率

接近性、经验性

难易度、兴趣性

情绪测量方法与指标

测量方法 效价 Valence 唤醒 Arousal

主观测量
离散情绪 MAACL 量表、PANAS 量表 可以用得分表示

维度模型 Russell 二维量表、SAM 三维量表

客观测量

脑电 EEG 额区偏侧化指标 FEA Alpha 波功率谱密度 PSD

功能性磁共振 fMRI 杏仁核、额叶、脑岛 杏仁核、海马、额叶

眼动 ET 瞳孔直径、注视时间、注视次数 瞳孔直径、扫视速度、眨眼频率

皮肤电 GSR \ 皮肤电导水平 SCL

心电图 ECG \ 心率变异性 HRV

图 2　 测量指标体系构建

(二)情绪测量结果的影响因素

首先,受众的个体差异。 一方面,动机系统的激活存在个体差异。 以往研究认为个体动机激活

的特征不同,并根据欲求和防御两个子系统的相对水平,将个体动机激活的类型分为四组,即风险承

担者(高 ASA / 低 DSA) 、风险规避者(低 ASA / 高 DSA) 、不活跃者(低 ASA / 低 DSA) 、积极者(高 ASA /
高 DSA) [84] ,不同类型的受众个体对社交媒介的选择存在差异,对相同媒介内容的情绪反应、认知加

工也有所不同。 另一方面,个体的情绪调节也存在差异,研究表明心理健康程度、人格特质等都会造

成个体情绪调节上的差异[85] ,面对同样的情境和环境时,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情绪[86] ,即因果效应的

异质性。 此外,年龄、性别等因素也可能影响测量的结果。
其次,信息刺激类型的差异。 当使用不同的情绪诱发方法,诱发出相同类型的情绪,在唤醒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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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同样存在一定差异。 有研究对比观看图片、音乐、电影不同介质的媒介,以及被试回忆对于情绪的

诱发方式,发现音乐介质诱发的情绪唤醒程度最高,而图片最低;在情绪效价层面也存在差异,音乐

诱发的积极情绪唤醒程度较高,回忆诱发的消极情绪唤醒程度较高[87] 。 因此,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也要注意刺激材料的选择和材料的呈现介质、方式、顺序等因素对情绪的影响。

最后,情绪加工与认知加工之间的关系也可能影响情绪测量的准确性。 从情绪产生的认知与心

理生理学基础可以发现,情绪和认知在大脑处理信息的过程中是一体两面的。 虽然两者在某些条件

下可以分别测量,但是并非可以被看作是两个完全独立的过程。 大脑对媒介信息的处理,体现为多

重的情绪和认知过程,而并非纯粹的认知过程抑或是情绪过程,即,认知和情绪是相互缠绕的[88] 。
因此,对于情绪的研究与测量不能与认知过程完全分类开来,当情绪测量遇到瓶颈时,可以考虑通过

测量相关的认知加工过程对特定情绪的效价和唤醒等方面加以辨别。 此外,考虑到个体对信息的情

绪和认知加工过程中,情绪会影响个体的认知资源分配等环节,因此,情绪对于认知如注意、感知觉、
记忆等的影响在特定研究场景中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后续研究应当予以重视。

五、结语

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社交媒体使用,若是其发展到问题性使用或者过度使用的阶段,所可能造

成的一些心理和社会的困扰(特别是未成年群体和老年人群体) ,近年来受到了学界的普遍关注。 既

往研究大多证实,问题性使用会导致个体更多的上行社会比较、网络侵害行为( cybervictimization) ,更
少的面对面沟通以及更低的主观成就感等,以至于影响人们的幸福感、生活满意度,造成现代性低落

症候等。 不过近年来,“被动社交媒体使用”的理论假设也受到一定的修正[89] ,学者们普遍认为需要

将“使用频度高” ( SMU
 

intensity)和“问题性使用” ( SMU
 

problems)区分开来;同时,其他因素比如个

体特异性,同样在社交媒体使用对于自尊的预测中产生重要影响[90] 。
情绪作为社会信息( emotion

 

as
 

social
 

information,EASI)的普遍认知引发学界对于情绪的信息加

工、情感表达、人际效应、社会参照等领域的探索[91] 。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情绪作为预测因素,无
论在个体层面还是群体层面都放大了受众社交媒体使用的影响。 无论是发布新鲜事时带来的心流

和情绪唤醒,还是可能遭到网络事件所带来的负面情绪状态,都需要更精确的、更低时间间隔的(如

毫秒级的)认知和生理的指标来进行测量,将瞬时效果、中期效果和长期效果的测量结果结合起来。
因此,本研究主要关注受众在社交媒体使用( SMU)领域产生的情绪,从个体认知的角度出发,依据

LC4MP 有限容量模型以及后续 DHCCST 理论以探索媒介信息情绪和认知加工过程,分析受众个体

接触社交媒体时,情绪在信息处理机制中所承担的重要作用;同时归纳了当前情绪测量情绪的主要

方法,以及可参考的测量工具、指标和量表。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系统性回顾了情绪研究的生

理心理学基础,并结合数智传播时代社交媒体使用场景构建情绪测量的指标体系,为后续研究提供

具体操作参考;在未来研究中计划进一步开展认知与心理生理测量的相关实验,将指标体系应用于

实践之中加以验证。 基于此,研究提出社交媒体使用与情绪研究的测量指标构建,包括社交媒体信

息媒体类型、感官类型、刺激特征、信息特征、内容类型等,以及动机系统、认知加工过程、情绪的测量

方法与具体维度等,同时考虑到受众个体特异性、媒介介质特异性,以及“瞬时效果—短期效果—长

期效果”测量的结合。 此外,本研究的指标体系也可以与计算传播学中的社交分析与情绪分析方法

相结合,形成“个体—群体—社会”的情绪测量框架,探究社交媒体接触与使用对于个体心理、群体与

社会结构性情绪产生的影响。
(本文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创新平台培育项目以及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未来传

播的新范式·新方法”暑期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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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Media
 

Use
 

and
 

Emotion
 

Research: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Measurement
 

Indicators
  

Construction

Yang
 

Ya(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Zhu

 

Yuqing(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Emotion
 

is
 

reckoned
 

as
 

information. In
 

the
 

burgeon
 

of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the
 

develop-
ment

 

of
 

media
 

technology
 

has
 

made
 

emotions
 

more
 

easily
 

perceived
 

and
 

disseminated,and
 

the
 

impact
 

of
 

emo-
tions

 

on
 

communication
 

effectivenes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Based
 

on
 

the
 

limited
 

capacity
 

model
 

of
 

motivated
 

mediated
 

message
 

processing ( LC4MP ) model, combined
 

with
 

the
 

cognitive
 

and
 

physiological
 

foundations
 

of
 

affective
 

research,this
 

study
 

explored
 

the
 

cognitive
 

processing
 

procedure
 

of
 

the
 

audience
 

when
 

exposed
 

to
 

social
 

media
 

information. The
 

study
 

reviewed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affective
 

measurement
 

methods
 

and
 

reference
 

indicators,including
 

affective
 

scales,as
 

well
 

as
 

EEG,fMRI,eye
 

tracking,EDA,elec-
trocardiogram,etc. Research

 

suggested
 

that
 

emotions,as
 

predictive
 

factors,amplified
 

the
 

impact
 

of
 

audience
 

social
 

media
 

usage
 

at
 

both
 

individual
 

and
 

group
 

levels;besides,the
 

revision
 

of
 

the
 

passive
 

social
 

media
 

use
 

hypothesis
 

also
 

appealed
 

for
 

more
 

accurate
 

and
 

shorter
 

time
 

intervals( such
 

as
 

millisecond
 

level) of
 

cognitive
 

and
 

physiological
 

indicators
 

to
 

be
 

measured, combining
 

the
 

measurement
 

results
 

of
 

instantaneous
 

effects,
short-term

 

effects,and
 

long-term
 

effects. Furthermore,this
 

study
 

divided
 

social
 

media
 

information
 

into
 

four
 

di-
mensions. The

 

first
 

dimension
 

is
 

media
 

types
 

include
 

text,picture,video,and
 

multimedia. Regarding
 

social
 

media
 

as
 

rich
 

media
 

and
 

polymedia,previous
 

studies
 

have
 

also
 

proved
 

that
 

different
 

types
 

of
 

information
 

as
 

e-
motional

 

stimuli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The
 

second
 

dimension
 

is
  

sensory
 

type
 

with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echanisms,including
 

single-channel
 

and
 

multi-channel
 

combining
 

visual
 

and
 

auditory
 

senses. The
 

third
 

di-
mension

 

is
  

stimulus
 

materials,including
 

the
 

density,speed,and
 

frequency
 

of
 

information,which
 

related
 

to
 

the
 

LC4MP
 

model. The
 

forth
 

dimension
 

is
 

individual
 

discrepancies, including
 

proximity, prior
 

experience, task
 

difficulties,awareness
 

and
 

interest,and
 

so
 

on. Based
 

on
 

this,the
 

study
 

proposed
 

the
 

construction
 

of
 

measure-
ment

 

indicators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media
 

use
 

and
 

emotions,including
 

social
 

media
 

information
 

types,mo-
tivational

 

systems,cognitive
 

processing
 

procedures,affective
 

measurement
 

methods,and
 

specific
 

dimensions,
while

 

considering
 

the
 

person-specific
 

and
 

mediation-specific
 

media
 

effects,to
 

provide
 

a
 

certain
 

reference
 

val-
ue

 

for
 

subsequent
 

constructive
 

emotion
 

research.
Key

 

words:social
 

media
 

use;LC4MP
 

model;affective
 

measurement
 

method;indicators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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